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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等的提出，为新时代中国学术研究提供了

重要的指南和方向，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

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了新的历史契

机和时代场域。事实上，“共同体”已然成为破解

当今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重要思路和实践

路径。而关于“共同体”的经验研究及理论思考，

国外学界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如何将国外学界的

这些研究成果“为我所用”，使之成为我们研究和

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理论参照工具，是一个需要深入反思

的问题。

谈及西方的“共同体”理论，很多学者可能会追

溯至 1887年出版的德国古典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

斯 (F. Tönnies)的著作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begriffe der Reinen Soziologie。国内学界一般将

这部著作译为《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

念》，“Gemeinschaft”因此一般译为“共同体”[1](1)[2]，也

译作“共同社会”[2]“社区”[2] [3] (285)或“社群”[4]。问题在

于，孕育于19世纪欧洲社会的“共同体”理论能不能

或者说多大程度和意义上能够成为我们研究当今社

会问题的理论工具。

早在20世纪30～40年代，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

的前辈学者在引入和消化滕尼斯“共同体”概念的同

时，基于中国传统乡村文化变迁和经济社会转型，开

启了一条滕尼斯“共同体”理论中国化的创新之路。

本文拟对滕尼斯“共同体”理论的中国化及其当代意

义进行揭示，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

发展提出一些个人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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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及其

在西方学界的传播与发展

1887年，德国古典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出版

了《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书中

抽象概括出人类群体生活中的两种基本结合类型：

共同体和社会。“在滕尼斯看来，无论是经验水平上

的社会纪实，还是理论水平上的应用社会学，都需要

一个概念体系。并且，这种概念体系还不是一般的

概念分类，而是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理想类型

(ideal-type)的东西，即滕尼斯的标准概念(normal con⁃
cept)。建构滕尼斯的纯粹社会学的标准概念就是社

区(Gemeinschaft)—社会(Gesellschaft)。”[3](288)

在罗马以后的传统欧洲，“国家”及与“国家”相

对的“社会”长期不发达，人们主要生活在“自然形成

的”而非“政治性的”较小群体中，如家庭、氏族、村

社、教区、行会、采邑、自治市镇等[5]。滕尼斯基于“身

前身后的整个市民社会时代”提出了“共同体”理论，

或者说一种“小共同体”理论。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主要在原生自然基础之

上的群体里实现，这种群体具有家庭、宗族等血缘关

系；它也可能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里实现，这

种联合体即是一种村庄、城市等的地缘共同体；它也

可能在思想的联合体里实现，这种联合体是一种如

友谊关系、师徒关系等的精神共同体。总之，这种

“共同体”建立在血缘、地缘以及共同记忆的基础

上。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信仰共同体等作为

共同体的基本形式，不仅是各个组成部分之和，而且

是浑然有机生长在一起的整体。在人类发展史上，

作为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共同体”这种

结合类型早于有的放矢建立的“社会”类型[1]。

在滕尼斯的体系中，“共同体”是古老的、传统

的，而“社会”则是新兴的、现代的；“共同体”是自然

形成的、整体本位的，而“社会”是非自然的，即有目

的人的联合，是个人本位的；“共同体”是小范围的，

而“社会”的整合范围要大得多 [5]。“社区”(即“共同

体”)以共同意志、成员的非个体性、社区利益支配、

信仰、道德和习俗、自然团结、共同财产为特征，而社

会则以个人意志、成员的个体性、个人利益支配、原

则、时尚和风尚、契约交换、私人财产为特征[3](293)；“社

区”(即“共同体”)是在情感、依赖、内心倾向等自然感

情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密切联系的有机群体，如亲

属关系(血缘共同体)、邻里关系(地缘共同体)、友谊关

系(精神共同体)等，而社会则是建立在外在的、利益

合理基础上的机械组合的群体[3](292)；自然意志缔造了

社区(Gemeinschaft)，而理性意志则产生了社会(Ge⁃
sellschaft)[3](294)。

有些学者认为，传统乡村是一种通过口头传播

来传递其文化内容的共同体。这种传播不依赖于文

字、书籍等中介，总要涉及直接的人际接触。由此，

传统乡村成为一个大家能够互相见面、互相认识的

“共同体”或“社区”，而“共同体”或“社区”对个人的

压抑主要在这一层次发生[5]。

自《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出

版以来，该著在西方学界即有广泛的传播，而滕尼斯

本人使用的这两个德文词，即这部作品的两个核心

概念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的翻译也存在不小

的困难和争论。

1940年，美国人C. P. 卢密斯第一次将这部著作

从德文译为英文时，未能找到对应的词，只将此书的

标题译为“社会学的基本概念”；1955年在英国出版

英译本时，标题被译为“Community and Association
(社团)”；1957年芝加哥大学重版C. P. 卢密斯的译本

时，才将标题定为“Community and Society”。自此，

“Community and Society”成为英语世界的通常译法，

尽管依然存在很多争论[3](291)。例如，英语世界中也存

在“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的英文译法[6]。这种

翻译方式，即用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来翻译Gesell⁃
schaft(社会)，与滕尼斯所针对的“身前身后的整个市

民社会时代”是相符的，因此，这种翻译也有其道

理。一般而言，英语学术界多把德文概念Gemein⁃
schaft(共同体)译为Commune(公社、村社)或Communi⁃
ty(社区)。

滕尼斯提出的“共同体—社会”的理想类型，不

仅启发后人不断发展人类社会研究的类型学传统，

也在启示后人不断推进“共同体”理论研究。涂尔干

(Emile Durkheim)的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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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雷德菲尔德(R. Redfield)
的乡民社会—市民社会(folk-urban)，贝克尔(H. Beck⁃
er)的神圣社会与世俗社会(sacred society-secular so⁃
ciety)等即为其中的重要体现[3](295～296)。

需要指出的是，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

是对滕尼斯“共同体”理论的一种重要解构，也是一

种重要发展。在涂尔干看来，机械团结的基本特征

在于：低度的分工，根深蒂固的集体意识，约束性法

律占主导地位，低度的个性，特殊的规范性模式上的

一致是重要的，社区对越轨者进行惩罚，较低的相互

依赖，是原始的或乡村的。而有机团结的特征在于：

高度的分工，微弱的集体意识，复原性法律占主导地

位，高度的个性，抽象的一般的价值上的一致是重要

的，专门化的社会控制机构对越轨者进行惩罚，高度

的相互依赖，是城市的与工业的[3](251)。

机械团结是原始社会、古代社会以及现代的一

些“不发达”社会的一种社会联结方式，它通过根深

蒂固的集体意识将同质性的诸多个体凝结为一个整

体。在这样的社会里，团结“来源于相似性，它将个

人与社会直接联系起来”[3](251)。

与机械团结不同，有机团结是由发达的社会分

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异质性所决定的，其典型代表

是近代工业社会。在这种社会联结形式下，分工导

致的专门化，增强了个体间的相互依赖：一则，分工

越细致，个人对他人或社会的依赖越深；二则，每个

人的行动越专门化，个性越鲜明，越能摆脱集体意识

的束缚，“正是分工，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原来由共同

意识承担的角色”[3](252)。

对比来看，滕尼斯的共同体或者“小共同体”，指

的是传统的乡村、小群体，人们之间关系密切，人们

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保持着相同的习俗，具有较强

的集体意识，人们之间的依赖性较低，社会高度一

致，社会靠传统文化力量来维持。但在涂尔干看来，

这种“千人一面”的群体生活是一种机械团结。而基

于社会分工的近代工业社会才是一个真正的有机

体，属于有机团结。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人们之间

的差异越来越大，价值观和信仰日益多元化，社会就

像有机体一样被分解为不同的个体，个体为社会整

体服务，社会中的个体虽然是独立的，但不能脱离社

会整体。“与后者(滕尼斯)对传统社会(社区)田野牧歌

般的怀念不同，迪尔凯姆(涂尔干)清楚地意识到了有

机团结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3](292)

三、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学界对滕尼斯

“共同体”理论的引入与创新

德文Gemeinschaft(“共同体”)概念的引入，与英

语世界中 community概念的引入和中文语境中“社

区”概念的提出有着复杂的“交集”关系。经细致考

证，丁元竹认为，“‘社区’，这一中文概念源自英文

community，由费孝通建议译为‘社区’，经燕京大学

社会学系师生集体认同采用。吴文藻是倡导社区研

究第一人，是以社区研究为风格的‘社会学中国学

派’奠基者。community在中国翻译历经‘基本社会’

‘地方社会’到‘社区’”[2]。此外，丁元竹还明确指出，

20世纪 30～40年代，德语世界中的Gemeinschaft和
英语世界中的 community在中国的传播有交汇，但

Gemeinschaft不是“社区”思想的主要来源[2]。吴文藻

当时是把德文Gemeinschaft翻译为“社区”，有时还称

其为“自然社会”，称之为“纯理的社区研究”[2]。燕京

大学社会学派在“基本社会”“地方社会”的基础上，

赋予 community(社区)更加明确的空间意义——这

是它的最大贡献——并使其可以在实地研究中操

作，也使其与Gemeinschaft有所区别 [2]。后来，在 20
世纪 80年代，“最先将英文‘community’成功地译成

‘社区’的费孝通，在这里却没有遵循英语世界的译

法。他将这对概念传神地译为‘礼俗社会’和‘法理

社会’”[3](291)。

需要指出的是，Gemeide作为德国社会最基层组

织层面的组织形式，与源自拉丁语的 commune(Kom⁃
mune)有语源和词义上的叠合关系，所以，从 com⁃
mune到Gemeinde再到英文的作为社区的 communi⁃
ty，这一线索的翻译和理解不存在大的问题。但是把

这个意义上的 community译为汉语的社区，则应该是

一种较大的创造和发展。事实上，Gemeinde还有一

个非常重要的译法，就是作为基督徒基层团体的“团

契”。在一个以基督徒为人口基本构成要素的欧洲

社会，最基层的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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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其实来源于早期基督宗教历史的“团契”。笼统

说来，commune和德语中的 Gemeinde 可以视为同

一个概念，没有矛盾和抵触，在欧洲语境中不至

于引起大的歧解。在德文原有语境中，现代意义

上的 Gemeinde，已经很难简单用中国的礼俗社会

来表明——礼俗社会强调的是社会层面或者共同体

的传统意涵，而这种传统要素在德语中更多指向原

初的基层宗教共同体。此外，礼俗社会体现了“传统

性”，却无法传达Gemeinde的“基层性”，这也是一个

问题①。

总之，由于Gemeinschaft并不等于Gemeinde，由
此造成了滕尼斯“共同体”概念和理论在引入中国

社会学民族学界的时候，必然面临着一个中国化的

问题。

从国内学界来看，不少学者关注了 community在
中国学界的运用和发展，即把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

学派领军人物罗伯特·E.帕克 (Robert Ezra Park)的
“社区”(community)思想——通过“有形社区”的有血

有肉的素描来把握社会或国家发展的基本特征的方

法及其机理运用到中国学界[2]。这些学者认为，这种

通过实地研究理解当下社会事实的方法，与滕尼斯

通过历史和理论建构来重新发现传统——人类共同

体的传统，也重新发现历史的方法相比，是不同

的[2]。也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社会学史上，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之前，以吴文藻为代表的社会学中国学

派与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是分别演进的，无论是

具体到人还是当时的学科分类，都还不能完全视为

一回事[2]。

事实上，在笔者看来，费孝通先生是英文 com⁃
munity(社区)、德文Gemeinschaft(共同体)等有关概念

的重要引入者和翻译者，为这些概念的中国化做出

了基础性贡献；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社区研究典范

《江村经济》不仅开创了社区研究的新范式，呈现了

与当时凌纯声、芮逸夫《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7](169)②、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7](171)③等民族志或地方志

不一样的田野叙事方式④，“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

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8](17)，而且构建出一种 20世
纪30～40年代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的乡村共同体类

型，为推动滕尼斯“共同体”理论以及涂尔干的“机械

团结”论和“有机团结”论的发展，尤其是为推动滕尼

斯“共同体”理论的创新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

也体现了“共同体”研究从规范探讨(normative)层面

转入经验探索(empirical)层面的重要意义。

对于《江村经济》学术贡献的研讨已有很多，本

文主要就《江村经济》在创新滕尼斯“小共同体”理论

中的特殊贡献进行揭示。《江村经济》不单单开启了

费孝通先生自己长期持续关注的“小共同体”研究，

而且是我国民族学社会学界“小共同体”研究的先声

和重要代表作。

第一，不管是德文语境中的Gemeinschaft，还是

英文世界中的 community，与其他很多学术概念一

样，事实上很难找到合适的中文概念与之对应。费

孝通先生用“社区”或者“礼俗社会”来翻译，为从中

文语境充分理解community和Gemeinschaft等学术概

念提供了重要切入点。从 community 和 Gemein⁃
schaft所展示的一种“小共同体”的内涵来看，费孝

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深刻细腻地展示出 20 世纪

30年代面临外在工业社会强烈冲击的一种“小共

同体”——传统乡村社区如何有效组织起来，谋求

新的出路和发展的艰难探索，体现出了与 commu⁃
nity和Gemeinschaft相同的“小共同体”范畴的问题

意识和历史意识。

第二，费孝通先生笔下的“小共同体”是这样一

种“村庄社区”：“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

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

相当一段距离，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

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

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把村庄作为一个研究

单位，这并不是说村庄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

在中国，地方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是非常密切的，

在经济生活中尤为如此。甚至可以说，在上半个世

纪中，中国人民已经进入了世界的共同体中”[8] (25)，

“一方面是由于世界工业的发展，生丝价格下跌，另

一方面是以传统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副业在家

庭经济预算中的重要性……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

产物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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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人民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

问题”[8](20)。

第三，滕尼斯和涂尔干所纠结的社区和社会，谁

是机械联系、谁是有机联系的问题，以及个体与社会

关系、个体权利与群体生活关系的问题，在费孝通先

生《江村经济》中转换为面对“外部世界工业的发展，

生丝价格下跌”，“小共同体”内部如何基于传统生计

和生活方式的调适而更为有效地组织起来的问题。

第四，与涂尔干对滕尼斯的Gemeinschaft和Ge⁃
sellschaft进行“倒置”有所不同的是，费孝通先生通

过对家庭关系、亲属关系、邻里关系这种原生的血缘

性和地缘性“小共同体”进行描述，揭示了乡村社区

内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体系，旨在说明这一经济

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

会结构的关系，洞察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

动力和问题，“进一步了解传统经济背景的重要性及

新的动力对人民日常生活的作用”[8](20)。

在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都

处于社区 (Gemeinschaft)—社会 (Gesellschaft)的连续

统当中，社会变迁的过程就是一个社区因素不断减

弱、社会因素不断增强的过程，而非社会替代社区的

过程[3](296)。滕尼斯、涂尔干、费孝通在“小共同体”研

究问题中具有前后相继的承接关系，而费孝通先生

的《江村经济》在推动“小共同体”研究中更具现实意

义，有着鲜明的中国化特征和创新价值。

费孝通先生的“聚焦乡村经济动力”的“小共同

体”思想，在其后来的研究中不断强调和发展。在20
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明确指出，“一旦城乡分离，

他们必须要完全依靠自己。自给自足可以达到一种

安全，但代价是生活水平的降低和回到更为简单的

生活中去，这不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正确方法”，

“城乡在生产和消费上的互补……根本问题是如何

将都市和城镇转变成可以维持自己的生产中心而不

用去剥削乡村。对于乡村来讲，问题是如何通过发

展乡村工业或专门经济作物来增加收入。乡村和都

市同等重要，应该携手合作，但是变革的动力来自都

市。最为根本的是，传统城镇的特点是应从一群寄

生的消费者转变为一个生产社区，人们可以找到除

了收取高利息和高地租以外的其他收入来源。换句

话说，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土地改革”[9](99～100)。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共同体”是滕尼斯等一

代人为了回应18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城市化等社

会进步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而进行的社会理论构

建，是滕尼斯为自己所期望的社会变化提供一种来

自历史上已经表现出来的惯例、社会的连续性和自

然法则的想象，表面上是对过去历史的社会形态的

描述，实际上隐含了滕尼斯对理想状态社会的期

待[2]。相比之下，从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所展示出

的“小共同体”思想来看，《江村经济》并非在展示一

种理想的社会类型，而是以一种实践和行动的方式

在探求“小共同体”的现实出路和未来发展方向，具

有强烈的“志在为民”的现实关怀。虽然《江村经济》

表现出了与 community和Gemeinschaft相同的“小共

同体”范畴的问题意识和历史意识，但《江村经济》又

明显超越了community和Gemeinschaft所探寻和描绘

的乌托邦式的社会图景。

基于上述综合分析，从学理发展的意义上看，本

文认为，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是滕尼斯“共同

体”理论早期中国化的重要表现，为滕尼斯“共同体”

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探索路径。除了费孝通

先生的江村经济调查与研究之外，20世纪30年代的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在引入人文区位学和功能学

派理论后，展开了很多社区或“共同体”意义上的调

查与研究：林耀华先生对福建省福州附近的义序乡

黄氏宗族村落的宗族组织进行调研，杨懋春对他的

家乡山东台头村—— 一个中国老农业区的家庭生

活、村内冲突、庄稼种植和孩子游戏等有关中国乡村

生活各方面进行调研，李有义对山西徐沟县农村的

社会组织进行调查，蒋旨昂对北京附近的卢家村进

行细致调查，陈礼颂对福建澄海县的一个以陈氏宗

族为主的杂姓村落宗族结构、家族结构、宗族与家族

的功能、亲属称谓、婚丧习俗进行调研，黄迪和许仕

廉对北京清河展开社会组织、社会结构、婚姻、亲属

关系等方面的调查与研究[7](167-185)。这些研究，虽然具

体的研究视角有一定的差异，但都体现了当时中国

民族学社会学界在社区研究或“小共同体”研究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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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研究旨趣和研究范式，是当时社区研究或“小共

同体”研究的重要代表。可以说，当时的燕京大学社

会学系师生为西方“共同体”理论的中国化做出了突

出贡献。

四、滕尼斯“共同体”理论早期

中国化的当代意义

滕尼斯基于“身前身后的欧洲市民社会时代”提

出了一种“小共同体”理论：社区应该被理解成一种

活生生的有机体，而社会则是一种机械的聚合。涂

尔干基于社会分工，将此“倒置”过来，认为集体意识

强的社区属于一种机械团结，而基于社会分工的发

展，价值观和信仰日益多元化的近代工业社会才能

形成有机团结。20世纪30～40年代，费孝通先生基

于当时中国乡村面对外在工业的冲击如何谋求出路

的现实考量，提出了“聚焦乡村经济动力”的“小共同

体”思想，从经验实证角度发展了滕尼斯的“小共同

体”理论。诚如德国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 (Hans-
Georg Gadamer)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所揭示的道

理：原生理论只有在广泛传播和不断创新中才能真

正实现其自身价值[10]⑤。

20世纪 30～4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聚焦

乡村经济动力”的“小共同体”思想和城乡互补发展

的思路，以及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基于乡镇

企业、“小城镇”发展的城乡一体发展规划，对于今天

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依然有着重要的

现实指导意义。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当今社会，人口

流动的幅度和范围日益扩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越

来越深，城乡一体发展趋势日渐明显，已经成为当今

中国社会的典型特征。一种超越“小共同体”的包容

城乡在内的地域共同体正在逐步形成和建构过程之

中。尽管“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的二元划分已经

难以描述和概括今天的发展态势，但是费孝通等学

界前辈积极引入国外“共同体”理论并使之中国化的

创举，依然是新时代“共同体”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

参照。

另外，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在推进

滕尼斯“共同体”理论早期中国化过程中所做出的贡

献，对于理解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

发展亦有重要意义。

其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发展，需

要借鉴和吸纳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不能关起门来

自说自话，要有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费孝通先生

等前辈学者在西方“共同体”理论中国化过程中做出

了种种努力和重要表率。此外，中华民族共同体理

论构建的创新发展，也是对世界民族研究的重要推

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

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11]强调印刷技术对于塑造民族“想象”的

作用，将族群和文化认同的建构建立在“想象”的基

础上[4]。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一定程度上折射

出西方民族主义建构论的困境，反映出当代西方民

族主义的叙述困境 [12]。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构

建，是一种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多重

维度的民族社会实践研究及理论升华⑥，与过于强调

话语分析和理想类型建构的西方民族主义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而滕尼斯、涂尔干、费孝通等所形成的

“小共同体”学术发展脉络，尤其是费孝通等前辈在

推动滕尼斯、涂尔干“小共同体”理论发展中的贡献，

事实上也为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发

展切实推动世界民族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

其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发展，需

要对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长期深入细致

的研究，同时也需要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小共

同体”以及“地域共同体”进行专题研究。中华民族

共同体是由千万个“小共同体”及“地域共同体”组成

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则发生于这些“小共同体”和

“地域共同体”的型构之中，而很多民族互嵌社区就

是由这些“小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来体现的。这

些众多的“小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是理解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

要组织基础⑦。在此意义上讲，费孝通先生等前辈学

者在西方“共同体”理论早期中国化中所做出的贡

献，对“小共同体”理论的推进和发展，不仅有益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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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乡村振兴战略，也有助于推进对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全面深入的理解。

其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发展，不

仅需要相关的概念分析、理论探讨，需要大数据、大

样本的统计分析，更需要诸多的微观经验个案研

究。事实上，任何一种研究范式乃至系统理论的提

出和创新发展，任何一种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

体系的构建，既需要知识考古意义上的概念诠释、宏

观的理论分析，以及大数据、大样本的统计分析，也

需要细部微观的经验案例研究。在“小共同体”理论

的引入和发展中，费孝通等前辈学者一方面结合中

文语境，对德文Gemeinschaft、英文 community进行了

翻译和解释，提出了“共同体”“社区”等新的中文学

术概念，另一方面，也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与

研究，基于诸多案例和经验研究，不断推动“小共同

体”理论的发展。目前来看，国内学界在中华民族共

同体相关研究中，政策分析、理论探讨、统计分析居

多，而案例研究，尤其是基于长时间深入田野调查的

微观经验研究偏少。费孝通等前辈学者主要以微观

案例的方式来切实推进“小共同体”理论的发展，对

于反思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创新发展的研

究方法亦有重要启发。

注释：

①笔者曾就德文Gemeinschaft的汉译等相关问题向德国

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杨煦生教授

讨教。此处见解来自杨煦生老师给笔者的邮件回复(未刊)。
这里对杨煦生教授的无私惠赐深表感谢！

②一方面，《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是一本极其完整的科

学民族志，它“具有典型民族志书写的内容与章节，而且其描

述至为精详生动，所以一直成为中国民族学者从事田野调查

与撰写报告时之圭臬”，另一方面，它“没有说明赫哲人是适应

怎样的生活环境而创造出文物和制度的，更没有把赫哲人的

各种文化现象置于其社会文化脉络中加以考察，使人们无法

了解其各种社会、文化之间有怎样的联系，也无法了解其各种

制度对社会有何影响或作用”。

③《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虽然包括风俗习惯、乡村娱乐、宗

教信仰和社会组织状况等的调查和描写，但是这个调查和一

般的社会调查一样，仍是一种静态的描写，使得我们对于定县

人民的社区生活及实际活动，仍未获得十分亲切的认识。

④《江村经济》则把当地人的经济社会生活置于其社会文

化脉络中加以考察，使人们了解到其各种社会、文化之间的具

体联系，了解了其各种制度对社会的影响或作用，真正了解到

当地人活生生的社区即“共同体”生活。

⑤中央民族大学班班多杰教授在 2020年 10月 28日《民

族研究》2020年编委会工作会议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试论诠释学与藏传佛教中国化》，对

本文此处的见解有重要启发，特此致谢！

⑥需要另文专论，此处不再展开。

⑦相关的深入探讨，需要另文专论，此处不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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